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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
贵精神财富。本版特整理三组稿件，分别从爱国奉献、创新
求实、协同育人等方面展现科学家精神的不同维度，每组精
选几位老科学家的故事，以他们的求索之路、学术坚守与人
格魅力，诠释科学家精神的深远意义。希望这些篇章能让读
者感受到科学家的执着与智慧，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让
探索的火炬照亮未来的道路。本期为“爱国奉献篇”。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375

以爱国奉献铸就新中国科学丰碑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气象学家、空间物理学家）

赵九章被认为是开创我国卫星事
业的奠基人，主持了卫星总体方案的制
定和实施工作。更为关键的是，他在恰
当的时机，向周恩来总理写信倡议发射
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并得到批准，使卫
星事业得到及时和顺利的发展。

1957年 10月 4日，苏联发射了第
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了世界，也触动了
赵九章对我国卫星事业起步的思考。
他接连应邀发表讲话、写文章，积极宣
传发射人造卫星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
1958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中国要搞自
己的人造卫星。中国科学院成立 581
组，专门研究人造卫星问题，赵九章担
任副组长，并领导技术组。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赵九章感
到，做自己的卫星不仅要有热情，还要
做许多实实在在的基础性研究。1959
年，卫星计划作出了调整，改为以火箭
探空练兵。赵九章组建了箭头总体、遥
测、雷达跟踪等各方面的探空技术研制
队伍。经过几年努力，各个领域都积累
了许多宝贵经验。特别是 1964 年 10
月，赵九章和方俊、钱骥访问酒泉发

射基地时观看了“东风二号”的发
射，以座谈的方式讨论了运载工具用
于卫星发射的可能性。

赵九章对钱学森说，再过四五年，
完全有可能在导弹的基础上研制出可
以发射 100千克左右的卫星运载工具。
而卫星研制方面，已有多年的预研准
备，到时完成卫星研制也是有把握的。

赵九章认为，当前无论是火箭导弹
的研制，还是卫星的预研，都做了不少
工作，已取得很大的进展，现在提出由
国家立项研究卫星是必要的、适时的，
再不立项就会丧失时机。

赵九章几次找钱骥、吴智诚交
谈，提出要起草一个报告，并明确指
出重点说明卫星的国防用途，说清楚
发射卫星与发射洲际导弹的关系。我
国发展卫星要以应用卫星为主，卫星
与发展新技术和现代工业关系密切。
报告由钱骥起草，由赵九章逐字逐句
修改，经过 20 多天几易其稿，最后由
办公室吕荣成抄写，赵九章签名。
1964 年 12 月下旬第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期间，赵九章将报告直接呈送

给周总理。
周总理收到赵九章的报告后，很快

批示组织有关人员研究论证。现在看
来，这份报告确实体现了赵九章的真知
灼见，争取在新中国成立 20周年前发
射人造卫星的计划是可行的。

1965 年，国防科委提出了发射卫
星的计划，明确卫星本体由中国科学
院负责研制。在赵九章等人领导下，
10 天之内拿出了我国第一颗卫星
“东方红一号”的方案设想和卫星系
列规划设想。1968 年前，已基本完成
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初样星。

参与卫星研制工作的王大珩后来
多次在会议上说，当年赵九章主持制定
的我国第一颗卫星的研制方案和卫星
系列规划，既符合科学又切合实际，以
后相当一段时期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
是按照当初的计划进行的。

赵九章

“东方红一号”的机缘
■刘晓

1964年，赵九章（后排左四）等与
学生在一起。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第四纪地质学家）

1977年，刘东生在托木尔峰科学
考察期间在帐篷外整理资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位于南
京的地质调查所里，师从著名古生物
学家杨钟健的 32 岁青年研究人员刘
东生，正在进行古脊椎动物研究。他一
边在中央大学系统学习生物学知识，
一边整理地质调查所的古脊椎动物化
石标本，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古
生物学经典著作。此时他已经发表了
数篇论文，在古脊椎动物研究领域崭
露头角。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刘东生对古
脊椎动物研究产生了动摇之心。这源
于 1950年初，刘东生跟随地质学、地球
化学家侯德封奔赴东北参与探矿工
作。在东北清原、磐石工作时，源源不
断的矿产信息接踵而来，刘东生从中
了解到新中国建设对矿产的迫切需
求。这段时间，他内心不断斗争、挣扎，
最终，他决定放弃个人感兴趣的研究，
选择为国家需求服务。1951年，刘东生
被调往南京资源委员会矿产资源勘测
处，后奔赴探矿找矿第一线，赴白云鄂
博实地调查冰川遗迹，还参加了白云
鄂博铁矿狼山考察队。

1953年，刘东生进入新成立的中

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他的研究方向
还是紧紧围绕国家之急、百姓所需。进
入研究所不久，刘东生加入了水利部
黄河梯级开发坝址考察队，奔赴大西
北，开展刘家峡到龙羊峡坝段的地质
考察工作。

1955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大规
模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活
动，这次考察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
综合考察委员会牵头，刘东生参加了
考察队地质组的工作。他的主要工作
是记录黄土标本，并分析黄土的物质
成分、化学组成、矿物组成等。他在此
找到了自己终生奋斗的研究方向———
黄土环境研究。

在考察过程中，刘东生和其他组
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情况进行相应的
水土流失治理规划，比如根据耕地的
坡度不同，计算是否需要退耕、继续种
地的坡地，选用哪种耕作方式和作物
等。刘东生得知，当地老百姓深受“黄
土病”，即水土流失的困扰，而这需要
研究黄土的成因、分布等一系列基本
问题。刘东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
在———黄土和农民的生计紧密联系，

和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研究黄土、发
现和解决黄土里的科学问题，服务于
百姓、服务于国家，正是自己一直追求
的事情！

从此，刘东生开始以中国黄土为
研究对象，孜孜不倦钻研了数十年。他
以“黄土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基本问题
为起点，对中国黄土分布开展大调查，
利用新技术、新仪器分析黄土，提出了
“黄土磁化率”新概念，不仅平息了多
年的“黄土成因”之争，更将中国的黄
土研究推向世界，将其与全球气候变
化联系起来。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副

教授）

刘东生

为国所需，“献身”黄土
■张佳静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863”计划四位倡议者合影（左起：
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王大珩

为“863”计划点燃一根火柴
■胡晓菁

20世纪 80年代，国内科学技术界
有一个热议的话题———迎接新技术革
命和挑战。那时候，美欧日苏等都在制
订 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计划，以
期抢占高技术桥头堡，掀起新的科学
技术竞争浪潮。

面对这种国际局势，中国怎么办？
采取什么样的对策？青年时代经历过国
家积贫积弱状况的王大珩深感落后就要
挨打，要始终站在科技的前沿，不断创
新，永远进取，国家和民族才能立于不
败之地。

在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座谈会
上，有人认为我们国家目前尚不具备
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还是先
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为好；等人家
搞出来了，我们的经济实力也强了，可
以采取“拿来主义”，引进他们的成果，
为我所用。

但王大珩却认为，现在不做，到下
个世纪就跟不上了。从他的言语中，能
感觉到他的焦急心情，这的确是他亲

历“两弹一星”工程的经验之谈——我
国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迎接新
技术革命和挑战。

王大珩大力呼吁、逢会必讲。他
说，高科技研究通过集中力量、突出重
点完全可以花小钱办大事；高技术的
东西，“有一点儿”和“一点儿没有”大
不一样，这是战略问题；要播下一颗高
科技的种子，令它生根发芽，从而带动
其他方方面面的发展。

1986年 3月 3日，王大珩联合王淦
昌、陈芳允、杨嘉墀三位科学家，向国家
领导人写了一封建议书和亲笔信，阐述
了国家发展高技术的必要性。这得到了
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这之后，国务
院先后组织 200多名专家调查论证，而
后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
要》，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实施。“863”计
划由此得名。
“863”计划实施后的情况，也是王

大珩最为关注的，每当看到或者听到
计划取得新进展，他的喜悦便由内而

外流露出来。他尤其关注重点领域的
发展，例如航天技术，从被列为“863”
计划第二主题，到提出载人航天建
议，再到 1992 年 9 月批准载人航天
立项，并明确载人飞船—空间实验
室—空间站三步走的发展规划，这其
中都有王大珩的努力。
而意义更为深远的是，“863”计划

的实施推动了科技体制的革新，即充
分发挥了专家的决策作用。王大珩以
战略眼光看待“863”计划的实施，认为
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应把发展高技
术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幽默地形容
自己，只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高

级工程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应用光学家）

周光召不仅是我国科技领军人
物，更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着深厚情感
的爱国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
国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华合
同，撤走技术专家，中国正在紧张推进
的原子弹事业面临着巨大困难。中央
决定，派自己的优秀科学家参与原子
弹计划。

1960 年底，前往苏联访问的中国
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来
到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
（以下简称杜布纳研究所），和那里的
中国科学家进行了一次长谈，讲到苏
联专家撤退后各方面工作遇到了一
些困难，在不利的国际条件下，中国
只能靠自己努力建设国家。这次谈话
给周光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甚
至是难以言说的震动。他了解到党中
央发展核武器以加强国防建设的紧
迫性和重要性，决定放下手中的研究
回国。

周光召组织在杜布纳研究所的 20
多位中国科学家讨论了当前的局势。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
工作者怎么办？大家的观点基本一致，
那就是作为中国的科学家，一定要为
中国的富强尽自己的力量。会议起草
了一封致二机部领导的联名信，他们
在信中要求回国工作：我们时刻准备
放弃我们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交给
的任务。

周光召还和何祚庥、吕敏一起找
到钱三强，请缨回国参加“实际工作”，
并请他向二机部领导递交联名信。钱
三强为这些有志青年感到高兴和自
豪，答应努力促成。钱三强先亲自开展
情况调查，找了中国驻苏使馆人员和
中国学者谈话，详细了解了周光召的
业务能力、工作成绩、思想志趣等方面
的情况，最后作出判断说：“这是一位
少有的、在理论物理方面功底十分深
厚的杰出人才，我无论如何也要促其
实现心愿。”钱三强接着从莫斯科拍电
报给刘杰：“我认为周光召较适宜九局
理论组，但需在国内解决调干问题。”
回国后，他又亲往北京大学做疏通工
作，调动事宜终获解决。

事实上，那时候物理学正处于快
速发展的好时机，周光召正在进行许
多重要的研究，做科学工作对他的吸
引力确实非常大。1957年，周光召在杜
布纳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的基础研究
工作，几年内发表了 33篇论文。周光
召的突出表现，引起了欧美科学界的
注意。然而国家的需要，使他在科学上
走上一条不同的路。这位杰出的青年
科学家就这样突然从世界物理学前沿
“消失”了。虽然要牺牲自己的爱好和
兴趣，去一个更艰苦的环境，但周光召
为了国家义无反顾。

2004年，周光召在为“中国科大论
坛”作首场报告时与青年学生畅谈“选
择人生”。他指出，回顾百年来现代科
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振兴中
华是几代科学家共同的历史使命，是
追求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也是
当代年轻人奋斗的力量之源。

周光召

担当使命，选择自己的科学道路
■刘晓

周光召（右二）在杜布纳研究所。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粒子物理学家）

华罗庚在日本东京大学演讲。

华罗庚十分重视与国际数学界
的交流，改革开放以来，他多次到欧
美国家访问，并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
外籍院士等。他非常期待与日本数学
同行的交流，希望能加强两国的友好
关系。1985 年 6 月，华罗庚应日本亚
洲交流协会的邀请访日。虽然樱花的
季节已过，东京却因盛放的绣球花增
色不少。

6 月 12 日，日本数学会与日本亚
洲交流协会在东京大学理学部共同
主办欢迎会和华罗庚教授演讲会，演
讲题目是《在中国普及数学方法的若
干个人体会》。报告吸引了数十名日
本教授和研究生。下午 4 点，华罗庚
在代表团的陪同下，坐着轮椅入场
了。日本数学会会长小松彦三郎致欢
迎词并主持。接下来的报告，华罗庚
站着用中文谈数学问题，当他发现翻
译无法精确地将数学术语翻译成日
语后，就向小松先生询问：“能否用英
语？”一开始他的声音稍小，渐渐地来
了兴致后，他把拐杖扔到一边，还时
不时上下讲坛。

华罗庚的演讲回顾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工作，内容丰富，听众因他
的幽默不时发出笑声。他准备了投影
幻灯片，第一张幻灯片上写着“理论普
及”。华罗庚在开场白中告诉大家，他
的数学让生产一线的劳动者都能理
解。为了实际推广数学方法，他走遍了
全中国，据说经济效益达到 20 亿元，
而他并没有成为亿万富翁，“兜里总
是空空如也”。

华罗庚说，要向劳动者推广数学
方法，用大学里那种方法是不行的，
在教一种优选法时，他采用的方法是
用香烟在报纸上烧记号，并很快找到
最适合的值。这是他经过摸索找到的
有效教学方法。

最后，华罗庚提出将经济计划方
面的问题作为将来的课题，还提到
1970 年家中进了小偷，放在保险箱里
的计划经济数学论文被盗，这是他两
年的成果，其后花费了许多时间才再
次完成。

演讲气氛热烈，不知是不是因为热，
他关掉投影仪，脱掉西装，解开了领带，
时不时地捂住胸口。也许从那时开始，他
已经不舒服了，但观众被他的口才所打

动，都聚精会神地听讲，并未注意到这些
细节。演讲结束，观众致以热烈的掌声，
华罗庚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而正当主持人小松先生问“有没有
问题或意见”时，神采奕奕的华先生倒
下了。他倒在讲坛前没有起来，脸色苍
白。随后，他被送入东京大学附属医院
急救室。然而，医生回天无力，华罗庚
当晚 10时去世，这是他心肌梗塞的第
三次发作。

华罗庚作为一位数学家，与数学
相伴直到生命尽头。小松彦三郎在给
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吴文俊的信中说，
华罗庚的后半生，与合作者一起进行
了中国产业和经济的数学化，他对此
表示深深的敬意。华罗庚曾向日本友
人表示“工作到人生的最后一刻”。日
本友人说，为了数学研究和新中国建
设，他燃烧了生命。

华罗庚

工作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刘晓

（数学家）

钱三强

新中国发展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
■刘晓

钱三强晚年曾谈到，科技实力已成
为当今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
标志，营造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
社会环境，是发展科学技术必不可少的
条件。为了让科学在落后的中国生根发
芽，打破帝国主义对科学的垄断和对华
封锁，我们党和科学家同心同德，谱写
了信任与忠诚的传奇故事。

1948年，钱三强从法国回国，担任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并兼任北平研究
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当时许多高校
和科研机构都计划发展核科学，然而在
美国的阻挠下，这些核计划都搁浅了。
这让钱三强深刻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
腐败无能。

北平迎来解放后，1949年 3月，钱
三强被选为中国人民和平代表团代表，
出席巴黎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大会
主席是弗雷德里克·约里奥 -居里———
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导师。这个消息使钱
三强欣喜万分，他想借这次去巴黎的好
机会，托约里奥订购一些急需的仪器设

备和图书资料。但转念一想：此时此刻国
家能拿得出外汇购买科学仪器吗？钱
三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北平文管会
的丁瓒作了汇报。
“估计要带多少外汇？”丁瓒问。
“这次要买的仪器，是做原子科学

研究最急需、而旁的国家不可能卖给我
们的。”钱三强最想买的是中型回旋加
速器的电磁铁。他说：“总估算约 20万
美金吧。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今次带
5万美金也成。”

虽然丁瓒作了谈话记录，但从他的
表情看，钱三强觉得事情没有什么希
望，并为自己的冒失感到内疚：“战争还
没有停息，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
汇购买科学仪器呢？”

没想到，国家领导人很快批示支持
钱三强的建议，提出在代表团款项中先拨
出 5万美元供使用。后来，因为会议在捷
克布拉格设分会场，钱三强没有机会见到
约里奥，无法按原计划购买仪器设备和图
书资料。钱三强与主管对外联络的刘

宁一商量，决定从 5万美元专款中支取
5000美元现钞托约里奥的好友转交。

约里奥收到美元后，缜密行事，他
亲自把美元包好，藏在自家花园的树
下。约里奥以自己的实验室需要为借
口打听，还写信到英国请人代购。

后来他帮助购买的一些原材料和
小型仪器，都通过中国科学家顺利带回
国了。

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
外汇，按现在来说数额不大。然而，亲
身经历了这一事件的钱三强，却对此刻
骨铭心，终生未忘。1950年，汇集新中
国核科学研究力量的中国科学院近代
物理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在北京成立，发展日新月异。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1952年，钱三强（右）和约里奥 -
居里。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核物理学家）


